【往事如烟】

永恒的纪念

——忆沈炎南教授

杜同仿
（壬辰年于广州中医药大学）

恩师沈炎南教授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周年了。然而，沈老对我们孜孜不倦的教诲依然点点滴滴时时浮现在我心头，不断地鼓励、鞭策着我在弘扬中医药学术的道路上、在治病救人的历程里不懈努力。

我第一次见沈老是在课堂上。那时我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子入读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广州中医学院。当时正在上《内经》课，那天上的是《素问·咳论篇》。上课铃响了之后，走进一位头发花白的儒雅老者，他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然后围绕这句话进行层层分析论证，并不断插入临床例子加以说明，使古奥难懂的《内经》理论变得浅显易懂。课后我们都领会了咳嗽不仅仅是肺的疾病，其它脏腑的疾病也会影响到肺而引起咳嗽。“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这句话也深深烙入同学们的脑海。大家也就认识了这位慈眉善目的沈炎南老师。
在后来的日子里，从人们的口中逐步知道了沈老的一些情况。得知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悬壶济世，曾担任中央国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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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委员、《新中华医药月刊》社长等职，广州中医学院创办之时即来校任教，文革中饱受迫害等等。然而，他毫无怨言，一旦恢复他正常工作，立即以无比热情与饱满的情绪投入到中医药的教学、科研与临床。
那时候的我们，在经历了文革的劫难、走过学术废墟之后，对知识的渴求特别强烈，经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老师们求教，比如早晨、傍晚时间老师们散步时就是最好的机会。沈老长期以来养成了早晚锻炼身体的习惯，因此，那时候在早晨与傍晚的校园中经常可以看到有这么一道风景：一群学生围在沈老身边，向沈老求教各种学术问题。每当这个时候，沈老总是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地解答学生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我觉得，沈老在课余时间对学生所作的课外辅导，也许比正式的课堂教学花费的时间更多，还更辛苦。但沈老却乐此不疲，他的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内经》课的教学引起了我们这些学子对中医经典的浓厚兴趣，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学习了解中医最古老的典籍，我与其他两位同学试图利用课余与节假日时间对《素问》、《灵枢》、《难经》按现在通行的中医理论体系进行分类，合编成《内难经类编》，以便学习与检索。如此巨大而高深的工程，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所能胜任的。但是，当我们向沈老求取帮助与指导时，沈老并没有对我们这种近乎异想天开的举动泼冷水，而是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鼓励并详加指导。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书稿编成，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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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正式出版，但是却使我们对这3部中医古籍有了更为全面、更加深入的了解，学到了许许多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给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也正是由此开始，我与沈老结下了终生不解的师徒之缘。毕业后，我留在《内经》教研室任教，并正式成为沈老的弟子。开始那几年，我跟随沈老一起上课、诊病、科研。沈老对我们这些青年教师总是悉心指导，毫无保留地倾心相授。那时候沈老在我校附属医院门诊部外宾室出专家门诊，每周两次。在侍诊中，见到沈老对病人总是满腔热情，和蔼可亲，耐心细致，切脉辨证，莫不极尽周详。在学术上不存偏见，认为各家之说各有长短，为医者应当尽可能集各家之长，避各家之短，总以有利于治病救人为最终目的。如以前伤寒、温病各成门派，相互对立，甚至势如水火。沈老在五十年代初就提出，伤寒、温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应互相否定，可以互为补充、互补长短，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中医药学术的继承与发展。我亲见沈老用温病方法辨治一高热不退的小孩，服药三剂即霍然而愈；用伤寒方五苓散为主治愈一咳嗽则遗尿的“膀胱咳”病人。沈老的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开后来“寒温合一论”之先河。
此外，沈老也很重视吸收各家学说之长运用于临床，比如，善于运用李东垣的“补土”之法治疗五脏杂病；运用王清任活血化瘀之法治疗肿瘤；运用程国彭之止嗽汤为主加减化裁治疗多种咳嗽之病；运用龚廷贤清上蠲痛汤加减治疗顽固性头痛等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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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沈老善于融各家学说于一炉，灵活运用于临床，故对诸多奇难杂症往往能应手取效。

沈老出生于浙江，开始习医于汉口，以后执业行医于重庆，中年之后定居于广州。正由于他一生辗转多地，造就了他行医注重“入乡随俗”的特点。每到一地他都注意了解当地的自然条件、气候特点、风土人情及当地人的体质特点等，并注意吸收当地人的医疗经验运用于临床。他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当地出产的一些草药往往对当地人的某些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他的后半生都是在广东度过的，故对岭南中草药的运用也颇多心得。比如，用溪黄草、田基黄治疗肝炎，用小叶凤尾草治疗肠道疾病，用白背叶根治疗肝炎、肝硬化，用独脚金治疗疳积病，用半边连治疗水肿等等。正如他所说的，为医者当知常达变，不拘一格，不存成见，善于学习；即使是民间医生，也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独到经验，也要学习其所长，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

沈老对中医经典极为重视，认为中医经典乃中医学术之根本，要真正掌握中医学术之真谛，就必须认真学习探究中医经典。故此，沈老在认真搞好中医经典教学的同时，还极为重视对中医经典的整理、研究和发掘。1982年，国家卫生部制订了《1982-1990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年6月崔月犁部长亲自主持的全国名老中医中医古籍整理规划会议上，决定对其中11部重点中医古籍首先进行整理研究出版，魏晋时期王叔和所撰的《脉经》名列其中。整理研究《脉经》的任务就落到沈老头上。面对这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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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而艰巨的任务，沈老重新焕发了青春，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相关工作。
1983年4月，我作为沈老的助手跟随他一起到沈阳参加了卫生部召开的第一批中医重点古籍整理研究论证会议。1984年卫生部中医司又将11部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列为部级科研课题，首次将中医古籍整理纳入科研管理程序。沈老从沈阳会议回来之后立即组建了《脉经》整理研究课题组，由《内经》教研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古文教研室部分老师组成，沈老亲任课题组组长。我们首先对王叔和与《脉经》的基本情况及版本源流进行研究探索。沈老指示我们，既要认真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又要虚心向相关学者求教，集思广益，方能提高水平。
为弄清《脉经》的版本情况，我们专门向著名医史文献专家、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研究员求教，在他热心帮助与精心指导下，经过一番艰苦的探索，我们终于弄清了《脉经》版本的源流及其现存版本的基本情况。由于《脉经》早期的刊本即宋刊本早已散佚，现存最接近宋版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影刻南宋何大任本的刊本，此本现存仅3部：一部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一部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由于现存最佳版本都不在大陆境内，这就给我们这次整理研究本书造成很大的困难。后来通过多方努力，在马继兴研究员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得到了影印收入《日本东洋善本医学丛书》的静嘉堂文库藏本的复印件，把它作为此次整理校注的底本。从而克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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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整理研究的最大困难。与此同时，我们不厌其烦地广泛征求其他各种版本资料，大大丰富了本次整理研究的资料，为本次整理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至1984年11月我们完成了前期的相关准备工作，包括考查、搜求、选择《脉经》版本，搜集各方面的资料，制定了《脉经整理研究设计书》（编写计划），编写出样稿等。1985年1月完成了课题的开题评审论证，负责评审论证的专家有：上海中医学院凌耀星教授，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马继兴研究员、余赢鳌研究员，人民卫生出版社贾维诚编辑，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因事未能与会，寄来书面论证意见）。在广泛吸取多方面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反复修改订正样稿与设计书，最后敲定后才开始着手分工编写。草稿完成后，沈老亲自审阅、修改、统稿，至1986年12月完成了《脉经》校注本和语译本的初稿。为了提高书稿质量，沈老将初稿分别送给全国各地16位专家学者征求意见。有些甚至不惜登门求教，于1987年12月沈老和我及赖畴老师分头到各地当面向有关专家求教。得到专家们无比热情的帮助和精心的指导。沈老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虚心向学的精神，着实令人没齿难忘！通过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有机地吸收了其中不少颇有见地的真知灼见，对原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于1988年12月年在广州召开了《脉经》校注本、语译本审定稿会议，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会议由人民卫生出版社白永波主任主持，负责审定稿的专家有：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福建中医学院俞长荣教授，山东中医学院徐国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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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钱超尘教授，辽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主任医师（因事未能与会，寄来书面审稿意见）。会议上专家们各抒己见，提出了许许多多精辟独到的见解，给我们予很大的帮助与启发。会后，我们又根据专家们的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提高，于1990年初完稿后上交人民卫生出版社。这一工作时间跨度达八年之久，沈老几乎是事必躬亲，亲力亲为，带领我们一起排除各种艰难险阻，经过不懈努力，终告完成。在襄助沈老完成本课题的工作中，我常常为沈老等老一辈专家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以及不辞劳苦自觉奉献的精神而深深感动！每每忆及这点，我常常扪心自问，与这些老一辈的专家学者相比，我们到底缺少些什么？我想，我们后辈学人大抵就是缺少一点前辈们的这些精气神。《脉经》的校注本于1991年10月出版；但语译本到1993年3月才出版，此时沈老仙逝已近一年了，不能不说是件十分令人抱憾的事情。

整理研究中医药历代文献是发掘祖国中医药伟大宝库的一项重要措施。然而，作为最早兴办的4所中医高等学府之一的广州中医学院，却一直没有中医文献的教学或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后，高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百废待兴，这一问题也提到我校议事日程上来。沈老不顾年事已高，仍然勇当开荒牛，挑起了组建我校中医文献教研室的重担。经过一番紧张的短期筹备，终于于八十年代中期创立了我校的中医文献教研室，沈老亲任教研室主任。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试办中医文献学专业，培养从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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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文献整理与发掘工作的高级中医专门人才的文件精神，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我校于1986年开办了首个中医文献本科班，招生人数20人。同时沈老还招收了我校首届中医文献学研究生，人数2人。由于一切都是在短时间内匆匆草就，没有现成的中医文献专业教材，更谈不上什么教学参考书了，连基本的参考书籍、工具书都因经费缺少而缺乏。学生已招了进来，很快就要上专业课了，所有一切均已逼在眉睫。面对这重重困难，沈老要求大家艰苦奋斗，白手兴家。决定自行编写《中医文献学》系列教材，沈老亲任主编，其中赖畴老师负责编写《中医文献学概论》和《中医版本学》，黎汉津老师负责编写《中医目录学》，吴弥漫老师负责编写《中医训诂学》和《中医文献考证与辑佚》，我负责编写《中医校勘学》与《内经版本源流》。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告完成。在中医文献学专业研究生与本科班上试用，得到相当的好评。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之所以能在时间短促、经费缺乏、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如期完成，与沈老的精心指导和有力领导是分不开的。

沈老身体一贯壮健，平时亦颇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晚在学校足球场跑步或校园中散步，因而虽日常工作繁忙而精神仍颇健旺。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次学校运动会上，沈老不顾年事已高，竟然报名参加老年组的长跑，似乎是当年我校校运会参赛运动员年纪最长者。这次搞到我们这些年青弟子们手忙脚乱，暗中进行保护，生怕出什么意外。然而，长期繁重的工作及异常沉重的思想压力已在暗中慢慢地吞噬着他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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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初的一天，中医文献教研室的一位老师紧张兮兮的告诉我，沈老在学校例行的体检中发现患有肝癌，而且已是晚期。这真是一件晴天霹雳的事情。当我们赶到本校附属医院住院部看望他时，看到他精神状态还很不错。当时学校方面本来准备送他到肿瘤医院作专科治疗，但沈老坚决拒绝，一再要求回家自拟中药进行治疗。学校及医院经一再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只好答应了沈老的要求。此后沈老就一直在家自己拟方进行调治，各方面状况大为改善，闲居在家无事，竟然天天到麓湖去钓鱼，有时一去就一整天。其家人劝阻无效，要我出面，经我劝阻之后他才适当减少了垂钓的时间。到了1991年的下半年，沈老自觉各方面状态都很好，竟然又向学校提出恢复工作的要求，认为至少可以改全休为半休。后来经大家一再劝阻才作罢。沈老就是这样，一生为中医药事业勤勤恳恳地工作，几乎到了忘我的地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这样，沈老在1991年间才得到他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休息。在那段时间里，他基本上每天服一剂自己开的中药，同时服用金匮鳖甲煎丸，没有服用任何西药。他一直坚信，自己的病用中医药治疗是最佳选择。起码在1991年间他生活得很好，精神、生活、吃饭、休息等各方面一如常人。大概到了1992年春节之后，才开始逐渐出现消瘦、腹胀等临床症状，到最后关头才不得不再次入住本校附属医院进行支持疗法，至1992年6月16日终告不治逝世。沈老从发现晚期肝癌开始用纯中药治疗前后达一年余，有效地控制了病情、延长了生存期，明显地提高了生活质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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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最后的一个多月里才是在病床上度过的。显而易见，沈老在最后岁月里之所以能安然度过，他一生信奉的中医药的调治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沈老在生时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把他一生的经验整理成书出版，以便对同行及后人有所启迪。因此，他平时很注意将临床情况记录在处方或纸片上。没想到突然而来的病魔使他未能实现这一夙愿。去年科学出版社立项整理出版沈老的医论医案集，正是实现沈老遗愿的大好机会。此时我已退休，有时间去做这一工作。故不揣浅陋，牵头完成这一工作。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沈老的女儿女婿将他们保存了二十年的资料悉数交出。面对这些保存完好的当年沈老手记的第一手资料，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多年来，我亲眼目睹有许多的人在父母逝世后，迫不及待地将父母的遗物卖掉或丢掉。而沈老的女儿女婿并不是学医的，面对这些杂乱的纸片，不是当作垃圾随意丢掉，而是整整齐齐地收拾好保藏了二十年！何者为孝？我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孝！沈老一生为人忠厚，故能得此真孝之女儿女婿。为此，特将沈老的女儿沈小珍、女婿余国庆列入本书编委会中，以纪其孝心及保存、提供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之功。

沈老逝世之后一直想写一点纪念他的文字。但因工作繁忙，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惰性使然，一直未能如愿。现值此整理他老人家医论医案集之际，就记忆所及写下此文，聊表怀念沈老心情之万一。（注：网站刊发时间：2012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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